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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权衡下国家中心城市土地利用优化配置
———以武汉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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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中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武汉430070;2.武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武汉430070)

摘 要:因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武汉市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如何权衡生态保护与经济

发展是区域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关键。以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设置了经济优先情景、生态优先情景和

综合发展情景,对比和分析了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结果。结果表明:(1)2000—2018年耕地、林地大量减少而建设用地

迅速扩张。经济优先情景下该趋势更加明显,水域也持续萎缩。而生态优先情景下林地和水域实现增长,建设用地扩

张受到约束。(2)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上看,相较于其他情景单方面地偏于生态或经济,综合发展情景下武汉市生

态-经济效益均能得到提升,其耦合协调度高于其他情景,新城区普遍优于中心城区。(3)从土地利用布局上看,综合

发展情景下武汉市建设用地的适度扩张保障了城市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注重对林地和水域等生态用地的保护,景

观破碎化程度较低且布局较为规则。因此,综合发展情景能兼顾生态-经济目标,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同时也能为其

他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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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alAllocationofLandUseinNational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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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totheconstructionoftheNationalCentralCity,theecologicalenvironmentofWuhanCityis
facingchallengeswiththerapideconomicdevelopment.Howtobalanceecologicalprotectionandeconomic
developmentisthekeytotheoptimalallocationofregionallanduse.Aimingatmaximisingthecomprehen-
sivebenefitsofecologyandeconomy,thispapersetsupeconomicpriorityscenario,ecologicalpriority
scenarioandcomprehensivedevelopmentscenario,andcomparesandanalysestheresultsofoptimalalloca-
tionoflanduse.Theresearchshowsthat:(1)From2000to2018,cultivatedlandandforestlanddecreased
significantly,whileconstructionlandexpandedrapidly.Undertheeconomicpriorityscenario,thistrendis
moreobvious,andthewaterareacontinuestoshrink.Underthescenarioofecologicalpriority,thegrowth
offorestlandandwaterareaisrealised,andtheexpansionofconstructionlandisconstrained.(2)Fromthe

perspectiveoflandusestructureoptimisation,comparedwithotherscenarios,WuhanCityisunilaterally
biasedtowardsecologyoreconomy.Underthecomprehensivedevelopmentscenario,theecologicaland
economicbenefitsofWuhanCitycanbeimproved,itscoupledco-dispatchingishigherthanotherscenarios,

andthenewurbanareaisuniversallybetterthanthecentralurbanarea.(3)Fromtheperspectiveoflanduse



layout,underthecomprehensivedevelopmentscenario,themoderateexpansionofconstructionlandinWuhan
ensuresthestabledevelopmentofurbaneconomy,whilepayingattentiontotheprotectionofecologicallandsuch
asforestlandandwaterarea,withalowdegreeoflandscapefragmentationandregularlayout.Therefore,

thecomprehensivedevelopmentscenariocantakeintoaccounttheeco-economicobjectives,promoteregional
high-qualitydevelopment,andprovidereferenceforthedevelopmentofcentralcitiesinothercountries.
Keywords:ecological-economictrade-off;nationalcentralcity;optimalallocationoflanduse;WuhanCity

  土地作为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其利用方式的差

异会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1]。人类

对土地的利用策略往往体现在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
近年来,因城镇化的迅速推进,部分地区一味追求经

济效益,各类建设用地无序扩张,生态用地急剧衰减,
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2]。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通过结构优化和布局调控,统筹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

保护目标,达到综合效益最大化,成为土地利用优化

的重难点[3]。
土地利用优化是通过设置优先发展目标,调整地

类转换规则和约束条件,以此兼顾各类效益的需

求[4]。就研究思路而言,谢一茹等[5]以经济效益为主

导目标,研究黑龙江省粮食产量和生态效益权衡下的

土地利用优化问题,Hoque等[6]立足于生态保护,研
究孟加拉国梅克纳河下游地区不同土地利用情景对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刘菁华等[7]统筹协调城市

扩张和生态保护,提出了兼顾多目标的土地利用优化

方案。从研究方法上看,耦合数量和空间模拟模型已

成为土地利用优化研究的重要手段[8]。刘园等[9]基

于CA-Markov模拟多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对潜江市生

态系 统 服 务 价 值 的 影 响;曹 帅 等[10]耦 合 MOP与

GeoSOS-FLUS模型,分别以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作为

优化目标,探讨金坛区土地利用优化布局;Wang等[11]利

用Markov-FLUS模型研究黄淮海流域未来土地利用变

化,并探索其生态-经济效益的平衡点。在研究尺度方

面,国内外学者对众多区域展开研究,涵盖国家[12]、
省[13]、城市群[14]、流域等[15]宏观层面,却忽略了微观区

域内部生态-经济效益的差异分析。尽管已有学者对未

来的生态-经济效益进行了测算,但基于不同土地利用优

化情景探讨生态-经济效益对敏感性系数响应关系的

文献较为少见。综上所述,学者们基于不同尺度,利
用混合模拟模型,在合理分配土地数量的同时,释放

土地的空间效应,将土地资源配置到空间,从而实现

生态-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系统

和经济系统对于特定区域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两 者 不 能 孤 立 看 待,而 应 该 是 相 辅 相 成 的 整

体[16]。尽管已有少量文献对两者发展趋势的差异进

行了测算[17-18],但仍难以揭示其在时空变化中的协调

性。因此为度量两者在发展过程的平衡关系,本文将

深入探讨两个子系统在不同情景中耦合协调度的变

化情况,以期在找到最佳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方案的同

时,生态-经济系统也能达到最佳耦合状态。

2016年,《促进中部崛起的“十三五”规划》出台,
武汉市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19]。国家中心城市是

参与全球竞争的平台,同时也是土地利用变化最为剧

烈的区域[20]。因国家政策与资源的倾斜,近年来武

汉市致力于打造以全国经济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高
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四大功能支撑的

国家中心城市,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但生态环境遭到

了严重损害,两者矛盾愈加突出,表现出与其他国家

中心城市相似的发展途径[21]。因此,本文基于生态-
经济效益最大化目标,探讨多情景下武汉市土地利用

优化配置,同时为其他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提供借

鉴。鉴于此,本文在分析武汉市2000—2018年5期

土地利用数据的基础上,利用 MOGA-FLUS模型以

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为目标,预测不同情景下土

地利用变化情况,对2035年武汉市土地利用进行优

化配置,为武汉市和其他国家中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武汉市地处北纬29°58'—31°22',东经113°41'—

115°05',位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与汉水

的交汇处(图1),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常年雨

量丰沛、光热同季,四季分明。市内江河纵横,水网密

布,淡水资源丰富,是国家湿地公园最多的城市,生态

底色良好。截至2020年末,全市下辖13个区,总面

积达8569.15km2,常住人口1232.65万人,GDP为

1560亿元。21世纪以来,武汉市国土开发日趋活

跃,尤其是近年来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指

引下,积极提升自身定位,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由此引

起土地利用结构显著变化(表1)。在城镇化不断推

进过程中,武汉市 GDP迅速增长,基础设施逐渐完

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建设用地持续扩张,经济

效益愈发显著。但耕地和林地不断被侵占,生态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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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紧缩,生态效益持续降低。因此,如何对武汉市

土地利用进行优化配置,权衡生态-经济效益,已成为

武汉市转变土地利用策略,加快建成国家中心城市的

重要任务。

1.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有:(1)土地利用数据来自landsat-8
遥感数据,一共5期,年份为2000—2018年,划分为耕

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共6类。
(2)降雨与气温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
data.cma.cn/)。(3)DEM 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

(http:∥www.gscloud.cn/)。(4)基础地理数据来

源于(http:∥www.ngcc.cn/)。(5)人口、GDP数据

来源于武汉市历年统计年鉴,再结合土地利用数据,
将区域人口密度和GDP密度进行配准并转化为30m
分辨率的空间栅格数据。 图1 武汉市2018年土地利用状况

表1 2000年与2018年武汉市社会经济与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年份
社会经济

三产比例 城镇化率/% GDP/亿元

土地利用

耕地/km2 林地/km2 水域/km2 建设用地/km2

2000 6.7∶44.3∶49.0 58.88 1206.84 5227.794 800.415 1731.942 665.9343
2018 2.4∶43.0∶54.6 80.29 14847.29 4808.0592 784.7856 1732.824 1112.1012

2 研究方法

2.1 FLUS模型

FLUS模型是用于模拟在自然和人类双重影响

下土地利用的未来情景[22],且模拟精度高于常用的

CLUE-S模型和 ANN-CA模型[23]。其包含3个部

分:(1)基于 MOGA算法估算不同情景的土地利用

数量需求。(2)基于神经网络算法测算各地类的适

宜性概率。(3)基于轮盘赌机制模拟各地类在空间

上的分布格局。借鉴Feng等[24]的做法,设置3种土

地利用情景:(1)经济优先情景。武汉市作为国家中

心城市,发展自身经济并带动中部地区经济崛起,是
其重要使命。因此,在此情景中,应充分发掘经济增

长点,以提高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为第一目标,加快基

础设施和商业配套设施建设,促进其他地类向建设用

地转换。本情景设置未利用地向建设用地转移的概

率增加80%,耕地向建设用地转移的概率增加30%,
林地和水域向建设用地转移的概率增加20%。(2)
生态优先情景。武汉市素有“百湖之市”的美誉,境内

水资源丰富,生态底色良好。故在此情景中,要坚守

城市生态红线,加强自然资源监管力度,保护生态空

间,禁止水域、林地等重要生态用地被侵占,以保障土

地利用生态效益为首要原则。本情景设置林地和水

域向建 设 用 地 和 未 利 用 地 的 转 移 概 率 分 别 降 低

60%,80%,耕地向林地转移的概率增加10%,向建

设用地转移的概率减少40%。(3)综合发展情景。
武汉市位于长江中游,既要以全面建成国家中心城市

为奋斗目标,又要恪守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基本原

则。故在此情景中,需权衡生态-经济效益,找到发展

经济且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破坏的平衡点,以
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最大化为原则,增加生态用地转

出成本的同时适度开发城市允许建设区。本情景设

置耕地、林地和水域向建设用地转移概率分别降低

30%,40%,60%,未利用地向耕地和水域转移概率增

加20%。基于神经网络模型的适应性概率计算和基

于轮盘赌的自适应惯性竞争机制计算原理不再详细

阐述,具体公式参照Feng等[24]的文献表述。

转换成本可以表征当前地类转换为需求地类的

难易程度,值为0~1,值越大表示稳定性越好。在经

济优先情景中,各地类经多次调试结果为耕地0.55,
林地0.76,草地0.79,水域0.74,建设用地0.95,未利

用地0.65。在生态优先情景中,各地类经多次调试结

果为耕地0.59,林地0.81,草地0.79,水域0.76,建设

用地0.93,未利用地0.66。在综合发展情景中,各地

类经多次调试结果为耕地0.57,林地0.78,草地0.79,
水域0.75,建设用地0.94,未利用地0.67。

2.2 MOGA模型的构建

多目标遗传算法(MOGA)因内在的并行算法机

制和全局优化特点,在土地利用多目标优化问题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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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广泛应用[25]。本文选择此方法来研究武汉市土地

利用结构优化问题,需构建多目标函数,探讨土地利

用变化过程中生态-经济综合效益的最大化,计算原

理为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图生成初始染色体组,再进行

适度性计算,经选择、交叉和变异后生成新染色体组

别,检验优化结果是否满意,最后根据最优染色体实

现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需要注意的是,多目标问题的

解并不追求单个最优,而是整体最优。因此本文需求

解出一组解决方案的集合,称为Pareto集。具体的

计算本文采用 MATLAB软件中的多目标遗传算法

工具箱进行求解。
(1)生态效益目标。参照王雯雯等[26]测算的湖

北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果,并利用生物量参数

法[27]进行修正,以此提高区域生态效益的准确性,得
到武汉市各地类单位面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

德尔菲法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建议,确定3种土地利用

情景的对应权重分别为0.3,0.7,0.5,具体公式为:

Z1=max∑
n

i=1
Pi·Xi

式中:Z1 为武汉市土地利用生态效益;Pi 为第i类

用地单位面积的生态价值;Xi 为第i地类的面积。
(2)经济效益目标。依据Gao等[28]对广州市土

地利用经济效益的处理方法,计算2000—2018年武

汉市每年的农林牧渔业产值,再除以对应年份耕地、
林地、草地、水域的面积,得到各地类的经济效益系

数,并利用GM(1,1)模型测算2035年的经济效益系

数。其中,建设用地的经济效益系数为二、三产业产

值/建设用地面积。在德尔菲法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建

议,确定3种土地利用情景的对应权重分别为0.7,
0.3,0.5,具体公式为:

Z2=max∑
n

i=1
Qi·Xi

式中:Z2 为武汉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Q2 为第i类

地类单位面积的经济价值。
经计算,武汉市2035年各地类单位面积的生态

价值和经济价值系数见表2。
表2 各地类单位面积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系数 万元/km2

效益系数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经济系数 619.39 100.12 1390.43 474.90 97039.98 0.00
生态系数 235.25 837.36 347.51 1350.43 0.00 194.45

2.3 敏感性指数测算

为判断生态-经济效益对当量系数的敏感程度,
本文引入敏感性指数CS。若CS>1,则代表效益是

具有弹性的,若CS<1,则说明效益弹性相对不足。
具体公式为:

CS=
(Vg-Vf)/Vf

(Cv,g-Cv,f)/Cv,f

式中:V 为生态/经济效益;Cv为效益系数;f 和g 为

效益系数调整前后的情况。

2.4 景观格局指数

为辨析不同土地利用情景的景观格局空间差异,
本文基于FRAGSTATS软件选取斑块密度(值越大

景观破碎度越高)、平均分维数(值越低景观布局越规

整)、斑块连通性指数(值越大景观在空间上的连通性

越好)、景观分离度(值越高景观越分散)、香农多样性

指数(值越高景观多样性程度越高)和聚集度指数(值
越高景观在空间上的聚集程度越高)进行分析。

2.5 耦合协调度测算

在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过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同时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支撑,两者应为相互促进、
相辅相成的整体。因此,本文根据苑韶峰等[29]的研

究,测算2000—2018年以及3种模拟情景中武汉市

整体和各城区的耦合协调度,以此衡量在土地利用变

化过程中区域整体及内部生态—经济发展的时空差

异。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H=
 

f(x)g(x)
f(x)+g(x)

2

-2

{ }
2

af(x)+bg(x)

式中:H 为区域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耦合协调度;

f(x)和g(x)分别为标准化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a 和b取值均为0.5。根据计算结果,本文将 H 分为

4个阶段。
表3 耦合协调度类别划分

耦合协调度(H)取值范围 所处阶段

0<H≤0.3 低度协调耦合

0.3<H≤0.5 中度协调耦合

0.5<H≤0.8 高度协调耦合

0.8<H≤1 极度协调耦合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1)土地利用现状分析。由表4可知,耕地和水

域始终为武汉市的主要用地类型,2000年两者占比

达81.17%。耕地面积在研究期内持续减少,尤其是

2010—2015年减少量最多,为200.61km2,而水域面

积在2000—2005年增加了14.28km2,但其后为连

续缩减态势。建设用地在研究期内迅猛扩张,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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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占比仅为7.77%,而2018年其占比已达12.97%,尤其

是2010—2015年增加量为215.69km2,这可能与彼

时武汉大基建计划的实施有关。林地作为重要的生

态用地在研究期内不断被侵蚀,速率为先慢后快再

慢,2005—2010年和2015—2018年其减少面积不到

1km2,这表明武汉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注重林地等

生态用地的保护。同时,本文借助转移矩阵准确把握各

地类转换细节,由表5可知,2000—2018年共转移地类

面积552.47km2,耕地是转出面积最多的地类,转出贡献

率达78.27%,其中有366.81km2转向建设用地。建设用

地是转入面积最多的地类,转入贡献率达82.03%,主
要来源于耕地,是转出面积(6.99km2)的65倍。这

说明武汉市在建设初期发展经济的同时侵占了大量

农田,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表4 武汉市现状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km2

年份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2000 5227.794 800.415 72.5787 1731.942 665.9343 76.1067
2005 5101.5618 792.7839 68.0247 1746.225 792.9063 73.269
2010 5039.9658 791.69 66.7287 1744.1811 859.2948 72.9099
2015 4839.3567 785.7576 65.9871 1737.2979 1074.9852 71.3862
2018 4808.0592 784.7856 65.8917 1732.824 1112.1012 71.109

表5 2000-2018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年份
土地利用

类型

2018年转移面积/km2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转出面积/

km2
转出

贡献率/%
耕地 4795.37 2.69 0.03 62.82 366.81 0.09 432.44 78.27
林地 0.06 780.72 0.18 1.81 17.64 0.00 19.69 3.56
草地 0.00 0.59 64.09 3.95 3.76 0.20 8.50 1.54

2000年
水域 12.26 0.40 1.60 1654.43 61.27 1.99 77.52 14.03

建设用地 0.08 0.41 0.00 6.45 658.94 0.05 6.99 1.27
未利用地 0.28 0.00 0.00 3.36 3.69 68.78 7.33 1.33
转入面积 12.68 4.09 1.81 78.39 453.17 2.33 552.47

转入贡献率/% 2.30 0.74 0.33 14.19 82.03 0.42

注:转出贡献率=某一地类转移面积/总转移面积×100%。

  (2)土地利用情景模拟分析。由于发展目标不一

致,3种情景下土地利用布局具有较大差异。由图2和

表6可知,耕地在3种情景下面积均有所减少,但程度不

尽相同。其中,耕地在经济优先情景中急剧衰减,变化

比例达到-9.12%;而在生态优先情景中减少趋势得到

缓解,仅为218.82km2,变化比例为经济优先情景的一

半;在综合发展情景下,耕地减少量居于两者之间,略高

于生态优先情景。同时,3种情景下耕地减少区域均集

中在远城区,尤其是新洲区、黄陂区和江夏区,这可能与

武汉市积极建设城市副中心有关。建设用地与耕地的

情况相反,其在经济优先情景中扩张最为迅速,比例达

到48.11%,而在生态优先情景和综合发展情景下仅为

20.06%,33.42%,说明这两种情景能较好地约束建

设用地的无序扩张。作为重要的生态用地,水域和林

地面积在生态优先情景下均实现增长,为经济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生态保障,但在经济优先情景下快速流

失,说明在该模式下武汉市是以牺牲生态环境来实现

经济迅速增长的,是不可持续的。未利用地的变化在

3种情景下也有差异,经济优先情景中被过度开发,
变化比例达到-23.43%,而在综合发展情景下仅为

-12.26%。需要指出的是,草地在3种情景中无明

显差异,可能的原因是草地在具有较大的城市绿地价

值的同时,其生态涵养功能也不容忽视。

3.2 生态-经济权衡下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结果

因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权重在土地利用情景中

有所不同,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也存在差异(图3和表7)。
从武汉市全域来看,2000—2018年经济效益持续增加,
而生态效益不断衰减。耕地虽占比最多,但其生态效益

敏感度小于水域,反映了水域在维持生态价值方面的极

端重要性。就经济效益敏感度而言,建设用地的敏感系

数逐年上升,对经济的贡献无可比拟,但这同时也反映

了武汉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的生态短板问题。在经

济优先情景中,经济效益为16351.821亿元,而生态效益

仅为398.684亿元。与2018年相比,经济效益提高了

46.14%,生态效益下降4.28%。因建设用地的快速增

加,建设用地经济效益敏感度居3种情景之首,但由于

水域面积的萎缩,其生态效益敏感度较于2018年无明显

变化,造成生态效益恒弱而经济效益恒强的恶性循环局

面。在生态优先情景中,经济效益为13340.607亿

元,生态效益为412.899亿元,相比于2018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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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提高了19.23%,生态效益下降了0.87%。水域

和林地面积的增加促使两者的敏感性系数猛增。而

建设用地因扩张受到约束,其敏感性系数居3种情景

之末。在综合发展情景中,经济效益为14773.903
亿元,生态效益为405.932亿元,与2018年相比,经
济效益提高了32.04%,生态效益减少了2.54%。建

设用地的适度开发加之生态用地的合理保护,使得建

设用地在保持较高经济效益敏感度的同时,水域的生

态效益敏感度也得到一定提升,较好地平衡了生态-
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从武汉市各区来看,新城区的

生态效益明显高于主城区,这与新城区水域和林地面

积较多密切相关。其中江夏区和黄陂区的生态效益

均超过百亿,其境内耕地、水域和林地面积总占比均

超过95%,生态环境良好。而在主城区中,洪山区的

生态 效 益 最 高,其 境 内 湖 泊 众 多,森 林 覆 盖 率 达

16%,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能够兼顾。就经济效益而

言,虽然主城区建设用地占比高,商业经济相较于新

城区发达,但辖区面积较小,开发趋近于饱和,因此经

济效益并不高。新洲区是经济效益最高的远城区,在
生态优先情景下超过2000亿元,在经济优先情景下

接近3000亿元,这与新洲区阳逻港的蓬勃发展、建设

用地的迅速增加不无关系。

图2 2035年武汉市不同土地利用情景模拟

表6 2018-2035年不同土地利用情景各地类变化情况 km2

地类
2018年

面积

2035年

经济优先发展

面积 变化面积 变化比例/%

生态优先发展

面积 变化面积 变化比例/%

综合发展情景

面积 变化面积 变化比例/%
耕地 4808.06 4369.50 -438.56 -9.12 4589.24 -218.82 -4.55 4473.05 -335.01 -6.97
林地 784.79 740.76 -44.03 -5.61 789.44 4.65 0.59 771.72 -13.06 -1.66
草地 65.89 60.26 -5.64 -8.55 60.49 -5.40 -8.20 60.02 -5.87 -8.92
水域 1732.82 1709.40 -23.43 -1.35 1745.04 12.21 0.70 1723.78 -9.05 -0.52

建设用地 1112.10 1647.18 535.08 48.11 1335.24 223.14 20.06 1483.81 371.71 33.42
未利用地 71.11 47.68 -23.43 -32.94 55.33 -15.78 -22.19 62.39 -8.72 -12.26

  进一步分析武汉市及各区的耦合协调度见图4。
武汉市2000—2018年耦合协调度均处于中度协调耦

合,但其值持续降低,这说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的矛盾开始凸显。在土地利用优化情景中,仅有综合

发展情景的耦合协调度高于2018年,说明此情景下

的土地利用结构能较好维持生态-经济的平衡,仅
顾及生态或者经济的发展均未能达到较好的协调状

态。分析武汉市各区情况可知,江夏区、黄陂区和东

西湖区达到高度协调耦合状态,这与其境内湖泊众

多、林业资源丰富,建设用地相对较少且集中分布

有关。而武汉市中心城区耦合协调度普遍较低,江岸

区、硚口区和江汉区均处于低度协调耦合,这与汉口

作为武汉的金融、商贸和对外交往中心有关,其建设

用地密度大,开发强度超过了生态承载力,生态-经济

处于失调状态。但作为中心城区的洪山区,2000—

2018年均处于中度协调耦合状态,虽在经济优先情

景中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但在综合发展情景下又

增加到2018年的水平,这与洪山区在7个主城区中

面积最大,建设用地被水域分散因而密度相对较低

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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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情景下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表7 不同情景下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敏感度

项目
生态效益敏感度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经济效益敏感度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2000年 0.287 0.157 0.006 0.547 0.000 0.004 0.047 0.002 0.002 0.012 0.938 0.000

2005年 0.282 0.156 0.006 0.554 0.000 0.003 0.039 0.001 0.001 0.010 0.949 0.000

2010年 0.280 0.156 0.004 0.555 0.000 0.003 0.036 0.001 0.001 0.010 0.953 0.000

2015年 0.272 0.157 0.006 0.561 0.000 0.003 0.028 0.001 0.001 0.008 0.963 0.000

2018年 0.272 0.158 0.006 0.562 0.000 0.003 0.027 0.001 0.001 0.007 0.965 0.000
经济优先发展 0.258 0.156 0.005 0.565 0.000 0.002 0.017 0.001 0.001 0.005 0.978 0.000
生态优先发展 0.262 0.164 0.005 0.581 0.000 0.003 0.021 0.001 0.001 0.006 0.971 0.000
综合发展情景 0.259 0.159 0.005 0.580 0.000 0.003 0.019 0.001 0.001 0.006 0.975 0.000

图4 武汉市及各区生态-经济效益耦合协调度

3.3 生态-经济权衡下土地利用布局优化结果

不同效益目标条件下的土地利用布局存在较大

差异。在经济优先情景下,基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

目标,武汉市建设用地迅速扩张,逐渐从中心城区蔓

延到新城区,且并未出现向区域中心地段聚集的趋

势,而是较为分散的“满天星”布局。此时,由于耕地

后备资源的紧缺,未利用地被大量开发为建设用地。
此情景下的景观格局指数计算结果如下:斑块密度为

1.6894,平均分维数为1.0721,斑块连通性指数为

99.7698,景观分离度为0.9517,香农多样性指数为

1.2409,聚集度指数为94.2395。这说明该情景下景

观破碎程度较高且布局较为混乱,土地利用类型在空

间上的连通性较差,多样性程度一般而空间聚集程度

较低。具体分析可知,由于城镇空间的扩张态势愈发

明显,生态空间逐渐被侵占,绿色斑块萎缩,土地利用

布局整体呈现城镇空间>生态空间状态,两极分化情

况愈发严重。在生态优先情景下,基于共抓长江大保

护政策,经济发展让位于生态保护。此时,建设用地

扩张受到制约,大多集中于原有建设用地周围。林地

和水域用地有所增加,生态环境改善效果明显,促进

了区域生态效益的增长。耕地略有减少,布局未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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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变化,部分坑塘水体和未利用地被整治为优质耕

地。此情景下的景观格局指数计算结果如下:斑块密

度为1.6312,平均分维数为1.0629,斑块连通性指

数为99.8258,景观分离度为0.906,香农多样性指数

为1.2345,聚集度指数为95.3826。这说明景观破

碎程度一般但布局规整,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连通性

较好,多样性程度较低而空间聚集度较高。具体分析

可知,从空间布局角度出发,城镇功能受到抑制但生

态功能得到较大提高,区域内部绿色图斑显著增多,
土地利用优化布局为生态空间>城镇空间状态。在

综合发展情景下,基于兼顾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

的目标,需做好生态-经济效益高敏感地类之间的平

衡。此时,建设用地开始向远城区扩张,但呈现的是

圈层式蔓延,分布密度较经济优先发展情景低。水域

和林地面积有所减少,但得到了部分耕地和未利用地

的补充,生态效益无明显变化。此情景下的景观格局

指数计算结果如下:斑块密度为1.4014,平均分维数

为1.0652,斑块连通性指数为99.8101,景观分离度

为0.9171,香农多样性指数为1.2464,聚集度指数

为96.5297。这说明景观破碎化程度较低且布局较

为规则,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连通性较好,多样性程

度和空间聚集度均较高。在该情景下,建设用地适度

扩张带来经济效益的提升,同时生态空间也相对稳

定,土地利用布局优化从集中发展转为均衡发展,生
态空间和城镇空间为协调发展状态。

3.4 生态-经济权衡下土地利用优化结果综合评价

武汉市土地利用的生态-经济综合效益在优化后

均有所提高。对比3种情景下的土地利用结构和布

局结果可知:在经济优先情景下,经济效益最高但生

态效益最低,建设用地面积显著增加但生态空间破坏

严重,景观破碎程度较高且布局较为混乱。在生态优

先情景下,水域和林地转出面积大大减少且得到其他

地类的补充,景观破碎程度一般但多样性程度较低,
生态效益提升明显,但经济效益却大幅跑输其他情

景,不利于武汉市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目标的达成。在

综合发展情景下,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兼顾,牺
牲了2.54%的生态效益换来了32.04%的经济效益,
发展相对均衡。区域建设用地的适度扩张保障了城

市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注重对林地和水域等生态用

地的保护,景观破碎化程度较低且布局较为规则。因

此,综合发展情景较为适合武汉市目前发展需要,在
此情景下进行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优化能兼顾生

态-经济目标,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同时也能为其他

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提供借鉴。

4 结 论

(1)耕地和水域在研究期内为武汉市的主要用地

类型,但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水域则呈现先增加后减少

的波动态势。建设用地面积在研究期内不断扩张。耕

地面积在3种情景下均有所减少,在经济优先情景中急

剧衰减,而在生态优先情景中减少趋势得到有效缓解。
在综合发展情景下,耕地减少量居于两者之间,略高于

生态优先情景。水域和林地面积在生态优先情景下

均实现增长,但在经济优先情景下大幅缩减。
(2)生态-经济权衡下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结果

为:在经济优先情景中,经济效益为16351.821亿

元,而生态效益仅为398.684亿元。因建设用地的快

速扩张,建设用地经济效益敏感度居3种情景之首。
在生态优先情景中,经济效益为13340.607亿元,生
态效益为412.899亿元。水域和林地面积的增加促

使两者的敏感性系数猛增。在综合发展情景中,经济

效益为14773.903亿元,生态效益为405.932亿元,较好

维持了生态-经济效益的平衡。从武汉市各区来看,新城

区的生态效益明显高于主城区。虽然主城区建设用地

占比高,但由于辖区面积较小其经济效益也并不高。武

汉市2000—2018年耦合协调度均处于中度协调耦合,但
值持续降低,说明伴随着城市高速发展,经济建设与生

态环境的矛盾开始凸显。在土地利用优化情景中,仅
有综合发展情景的耦合协调度高于2018年。江夏

区、黄陂区和东西湖区达到高度协调耦合状态,而武

汉市的中心城区耦合协调度普遍偏低。
(3)生态-经济权衡下土地利用布局优化结果

为:在经济优先情景下,景观破碎程度较高且布局较

为混乱,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上的连通性较差,多样

性程度一般而空间聚集程度较低,土地利用布局整体

呈现城镇空间>生态空间状态。在生态优先情景下,
景观破碎程度一般但布局规整,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

连通性较好,多样性程度较低而空间聚集度较高,土
地利用优化布局为生态空间>城镇空间状态。在综

合发展情景下,景观破碎化程度较低且布局较为规

则,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连通性较好,多样性程度和

空间聚集度均较高,生态空间和城镇空间为协调发展

状态。因此,综合发展情景较为适合武汉市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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